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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打通制约国内经济循环的堵点， 释放国内生产体系动能， 对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 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 投入产出表数据， 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视角研究国内生产网络关联问题。 研

究发现： 第一，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延长生产长度和释放消费潜

力三条途径显著提高了国内生产网络关联水平。 第二， 异质性分析表明， 制造业投

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不仅仅局限在制造业内部， 还对制造业外

部生产网络关联产生了更强的促进作用， 而且数字领域立法强化了制造业投入数字

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 第三， 进一步分析发现， 人均国民收入在制造

业投入数字化影响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 根据研究结论得到的

政策启示， 我国应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进程， 提高居民收入， 完善制度性供给，
打通上下游生产分工堵点， 扩大制造业生产辐射网络， 加速形成全国各产业协同发

展和联动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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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 贸易保护主义、 英国 “脱欧”、 中美贸易摩擦等逆

全球化现象不断涌现， 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重重困境。
２０２０ 年， 全球贸易下跌 ９. ６％， 成为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单纯依靠国际市场

维持经济高增长势头恐难持续， 基于此， 各国纷纷将经济重心转向国内。 ２０２０ 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 ２０２２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发布，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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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 明确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 立足

国内市场， 充分挖掘各产业比较优势深度参与国内生产分工， 提高国内生产网络水

平， 释放国内生产体系动能， 不仅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大环境的选择， 更是关

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
生产网络关联起源于产业关联这一概念。 产业关联由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１９５８） ［１］ 首

次提出， 其指正在进行的生产活动 “诱导” 新生产活动产生的过程。 关联这一

概念可以分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 前向关联与产出利用相关， 如将给定生产活

动的产出用作某些新生产活动的投入； 后向关联与衍生需求相关， 如为给定的生

产活动提供投入 （刘起运， ２００２［２］ ； 杨灿， ２００５［３］ ）。 如何提高国内生产网络关

联水平？ 经文献梳理发现，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要素禀赋 （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４］； 黎峰， ２０１６［５］， 苏丹妮等， ２０１９［６］ ）、 交易成本 （Ｙｉ， ２０１０［７］；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０［８］）等传统理论视角。 要素禀赋越充裕， 比较优势越明显， 越能

推动行业间的生产分工进程， 资本、 技术、 知识等要素在行业间的流动和融合越能

有效地将生产网络紧密联系起来 （Ｔａｇｌｉｏｎｉ ａｎｄ Ｗｉｎｋｌｅｒ， ２０１４） ［９］。 交易成本同样

是影响一国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

下， 较高的交易成本成为抑制生产网络关联的重要原因 （郑淑芳等， ２０２０） ［１０］。
在生产网络关联的核算方面， 学界主要存在不加权和加权两种产业关联测度方

法。 在不加权测度法中， 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分别采用高斯逆矩阵的行和李昂惕夫

逆矩阵的列来测度。 不加权测度法未考虑行业规模在产业关联中的作用， 而 Ｏｏｓｔ⁃
ｅｒｈａｖｅｎ 和 Ｓｔｅｌｄｅｒ （２００２） ［１１］、 刘起运 （２００２）、 杨灿 （２００５） 以及杨灿和郑正喜

（２０１４） ［１２］、 韩君和高瀛璐 （２０２２） ［１３］等学者进行了加权测度。 随着生产分工的进

一步深化， 行业间的生产联系日益增强， “单链条” 式的产业关联演变为更为复杂

的投入产出关系网络， 传统的测度方法出现了一定的局限性。 社会网络分析法、 知

识网络分析法、 ＧＬＷ 模型、 主干网络分析法等也被引入到生产网络关联分析当中

（Ｂｕｔｔｓ， ２００８［１４］； 邢李志和关峻， ２０１２［１５］； Ｃｒｉｓｃｕｏｌｏ ａｎｄ Ｔｉｍｍｉｓ， ２０１８［１６］； 董志

勇等， ２０１９［１７］）。
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的相关研究中， 学界的研究热点多集中在增加值与价值链

攀升角度 （裘莹和郭周明， ２０１９［１８］； 刘亮等， ２０２１［１９］ ）， 对生产网络关联的关注

较少。 学者们基本认同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 但价值链攀升

的核心是产业升级问题， 而国内生产网络关联关注的则是产业协同和联动发展问

题， 两者有着本质区别。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扩大上下游供求

市场范围， 赋能产业链延伸， 释放消费潜力， 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必然会对国内生

产网络结构产生影响。 基于此，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利用 ２０１６ 版世界投入

产出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ＩＯＤ） 实证研究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影响， 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如何发挥国内巨量要素禀

赋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打通生产分工体系的各个环节， 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和

产业联动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相对于已有文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 第一， 丰富了国内生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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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研究视角， 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角度， 研究其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影响；
第二，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 扩展了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测度方法， 并通过矩阵分

块法， 测度了不包含数字行业的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制造业内部关联与外部关联等

指标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第三， 同时考虑了供给制造端和需求端， 从交易成本、
生产长度和消费潜力三条渠道全面分析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影响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的传导机制。

二、 理论分析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通过供给制造端和需求端传导促进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在供给制造端，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了国内生产网络关

联。 基于新生产要素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 数字要素作为一种新生产要素， 通过在

制造业生产、 组织、 流通、 管理、 服务等环节中的应用， 以其独特的信息优势为产

业链协同节省了大量的交易成本， 促进了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首先， 数字要素投入

能提升制造业的信息融通技术和通信水平， 通过互联网平台和大数据发挥作用， 生

产部门能够更加高效精准地获得上游原材料的价格、 质量等信息， 也能更容易地了

解下游厂商的需求和偏好， 大大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 （荆文君和孙宝文，
２０１９） ［２０］。 其次，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也极大地促进了分工双方沟通的常态化和便捷

化， 瓦解了物理世界的时空阻滞， 削弱了地理距离对跨地区企业协作的制约， 直接

降低了分工中的谈判成本、 签约成本、 维护成本和后期监督执行成本等 （黄群慧

等， ２０１９） ［２１］。 交易成本的降低不仅能强化原生产链条中相关主体的联系和合作，
还能够扩大市场资源配置范围， 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市场整合在一起， 促进更多

新分工的产生， 从而让国内生产网络关联得以加强。
另一方面，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还能通过延伸产品分工的生产长度促进国内生产

网络关联。 基于新生产要素理论、 投入产出理论和熊彼特创新理论， 数字要素作为

一种技术要素， 由于其较强的渗透性， 可以广泛地渗透到制造业生产体系， 对生产

工艺、 流程优化等产生颠覆式影响， 成为实现 “熊彼特创新” 的重要一环。 制造

业投入数字化对生产链条的延伸具有显著的 “胶水效应”， 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制

造业生产部门更容易进行自主设计和研发创新， 驱动原来大规模流水线生产逐渐向

定制化生产和柔性化生产转型， 使得生产流程更加复杂化， 从而生产链条得以延伸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２［２２］； Ｄｅ Ｍａｒｃｈ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２３］）。 而且， 在这个过程

中， 制造业部门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产业之间的界限逐

渐模糊， 催生出新业态和新模式。 例如， 从 ３Ｄ 设计样稿到链接智能云工厂打样样

衣的服装生产、 三星推出的融入物联网的智能家电定制等， 这些产品的生产长度和

产业间关联度均远远超过标准化生产， 由此提高了生产网络关联水平。
在需求端，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通过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马克

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基本理论指出， 技术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外生动力。 数字要素和

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制造业生产链条 “需求导向” 的特征日益明显 （Ｖｅｒｈｏｅｆ ｅｔ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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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２４］； 赵宸宇等， ２０２１［２５］）。 生产部门通过利用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能有效缓解供给市场与需求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王茜， ２０１６［２６］； 樊轶侠和徐昊，
２０２０［２７］）， 使消费环境和生产环节实现直接联通。 生产部门可通过数据要素分析精

准获取消费者偏好和个性化需求信息 （徐兰和吴超林， ２０２２） ［２８］， 从而在生产中，
充分利用需求预测数据和数字技术， 进行 “按需生产”， 供给更加精准的产品和服

务， 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加快消费市场从 “潜在需求” 向 “现实需求” 转变。
消费潜力释放一方面体现为 “量变”， 即依据市场需求预判进行产品供给， 生产更

多需求较高的产品， 拓展消费边界， 优化供需匹配； 另一方面体现为 “质变”， 即

依据消费者多元化和高层次需求， 进行市场细分， 充分应用数字技术， 提高产品质

量， 推出个性化产品和服务， 提高产品多样化水平， 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林
晨等， ２０２０［２９］； 姜奇平， ２０２１［３０］； 缪言等， ２０２３［３１］ ）。 消费市场的 “量变” 和

“质变” 能形成有力的需求牵引， 驱动生产网络升级和重构， 通过强化原有的生产

分工联系和拓展新生产分工合作以提高国内生产网络关联水平， 推动国内生产分工

动态演进。

三、 计量模型

（一） 基准模型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 投入产出表数据， 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该模型研究制

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影响效应：
Ｃｃｋｔ ＝ β０ ＋ β１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ｋ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ｖｃｋ ＋ ｖｔ ＋ εｃｋｔ （１）

其中 ｃ、 ｋ 和 ｔ 分别表示国家、 行业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Ｃ 表示国内生产网络

关联， 解释变量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表示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表示控制变量， 回归

中的变量均做了对数处理。 为控制国家—行业层面其他变量以及时间因素对模型的

影响， 本文分别加入了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ｖｃｋ和时间固定效应 ｖｔ。
（二） 指标度量

１.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本文参考制造业服务化指标的构建方法 （Ｐａｒｋ， １９９４［３２］； Ｌ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３３］；
刘斌和赵晓斐， ２０２０［３４］）， 使用完全消耗系数法测度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参照经合

组织 （ＯＥＣＤ） 对数字经济的定义， 以及刘斌等 （２０２１） ［３５］对 ＷＩＯＤ 数字行业的界

定， 本文将 ＷＩＯＤ 投入产出表中 “电影、 视频和电视节目制作， 录音和音乐出版

活动以及节目编制和广播活动” （ｃ３８）、 “电信业” （ｃ３９） 及 “计算机编程、 咨询

等相关活动与信息服务活动” （ｃ４０） 三个具有数字要素典型特征的行业界定为数

字行业。 完全消耗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ｊ ＝ ｄｉｊ ＋ ∑

ｎ

ｋ ＝ １
ｄｉｋ ｄｋｊ ＋ ∑

ｎ

ｓ ＝ １
∑

ｎ

ｋ ＝ １
ｄｉｓｄｓｋｄｋｊ ＋ … （２）

其中， ｄｉｊ表示制造业 ｊ 对数字行业 ｉ 的直接消耗， ｄｉｋｄｋｊ 为制造业 ｊ 对行业 ｋ 中数

字化消耗的再消耗， 即制造业 ｊ 对数字行业 ｉ 的第一次间接消耗， 直接消耗与多轮

间接消耗累加构成完全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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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本文参考 Ｃｒｉｓｃｕｏｌｏ 和 Ｔｉｍｍｉｓ （２０１８） 的研究， 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一国

国内的生产网络关联水平， 指标构建如下：
ｃｆｗｄｉ ＝ η ＋ ∑

ｊ
ωｉｊ·λ·ｃｆｗｄｊ （３）

ｃｂａｃｋｉ ＝ η ＋ ∑
ｊ

ω ｊｉ·λ·ｃｂａｃｋｊ （４）

ｃｔｏｔａｌｉ ＝ ０. ５·（ｃｆｗｄｉ ＋ ｃｂａｃｋｉ ） （５）
其中， ｃ 表示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上标 ｆｗｄ、 ｂａｃｋ 和 ｔｏｔａｌ 分别表示前向、 后向

和总水平， ωｉｊ和 ω ｊｉ分别是行业 ｉ 对行业 ｊ 的下游投入关联和行业 ｊ 对行业 ｉ 的上游

投入关联。 如公式 （３） 所示， 生产网络前向关联为基线中心度 （η） 和下游 （前
向） 中心度的加权平均值的和； 类似地， 生产网络后向关联为基线中心度 （η） 和

上游 （后向） 中心度的加权平均值的和。 总关联水平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平

均值。

ｃｂａｃｋｉ ＝ η ＋ ∑
ｊ

ω ｊｉ·（λ·η ＋ ∑
ｋ

ωｋｊ·λ２·ｃｂａｃｋｋ ） （６）

从公式 （３）、 （４） 中可以看出， 参数 λ 是确定高阶关联的关键， 直接决定了

高阶网络关联的衰减速率。 具体来看， 在公式 （６） 中， ｉ 的直接供应商 ｊ 的中心度

权重为 λ， 但 ｊ 的直接供应商 ｋ， 同时也是 ｉ 的间接供应商的中心度权重则为 λ２。
由此可知， 一阶关联的权重是 λ， 二阶关联的权重是 λ２， ……， ｎ 阶关联的权重为

λｎ。 λ 的值越大， 关联水平越多地取决于间接关联； 反之， λ 的值越小， 则越少地

取决于间接关联。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 （２０１２） ［３６］ 和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４） ［３７］ 的理论模型证明，
生产关联中的权重 λ 反映的是中间投入在生产中所占的平均份额， 本文使用 ＷＩＯＤ
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验证， 得到中间投入在生产中的占比基本保持在 ０. ５ 左右。 参

数 η 是规模因子， η ＝ （１－λ） ／ ｎ， ｎ 为生产网络中的节点数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２０１４）。

将公式 （３） 和公式 （４） 进行矩阵运算后， 得到：
Ｃ ｆｗｄ ＝ η （ Ｉ － λＷ） －１·１ （７）
Ｃｂａｃｋ ＝ η （ Ｉ － λ ＷＴ） －１·１ （８）
Ｃ ｔｏｔａｌ ＝ ０. ５·（Ｃ ｆｗｄ ＋ Ｃｂａｃｋ） （９）

其中， Ｃ ｆｗｄ和 Ｃｂａｃｋ分别是国内生产网络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 Ｗ 是 ｎ×ｎ 矩阵，
表示不同行业间的投入关联 ｗ ｉｊ， １ 是 ｎ×１ 列向量， 元素均为 １。

３. 控制变量

（１） 资本产出率： 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 ＧＤＰ 的比值表示； （２） 劳动力参与

率： 以劳动力数量占劳动力年龄 （１５—６４ 岁） 人口的比值表示； （３） ＧＮＩ： 即国

民总收入水平； （４） 城镇化水平： 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 （５） 制度环

境： 采用 ＰＲＳ 风险评价体系中的政府稳定性指数、 投资环境指数、 法律秩序指数、
官员质量指数和贪污腐败控制指数的均值衡量。

（三） 内生性问题及处理

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易引起内生性问题， 本文将构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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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受 Ａｒｎｏｌｄ 等 （２０１２） ［３８］研究的启发， 本文以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作为匹配变量

（即以 ＷＩＯＤ 国家投入产出表中数字行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测度一国数字产业发

展水平）， 对数字产业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进行配对， 以 “配对国” 制造业投入数

字化水平作为本国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水平的工具变量。 在相关性方面， Ａｒｎｏｌｄ 等

（２０１２） 研究发现一国的产业政策会受其竞争对手的影响， 如印度的服务业开放政

策紧随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后， 且其采取的产业发展策略也与两国有诸多相似之

处。 对数字产业发展水平相近的本国与 “配对国” 来说， 其竞争关系使双方更可

能相互学习借鉴， 采取相似的产业数字化发展策略， 因此， “配对国” 制造业投入

数字化水平会对本国的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水平产生影响。 在外生性方面， “配对

国”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水平与本国国内生产网络无关， 因此并不能直接影响本国

的国内生产网络关联水平， 因此满足外生性要求。
（四）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指标构建数据来源均是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 投

入产出表。 其中数据维度为 “国家 （地区） —行业—年份” 三维， 国家 （地区）
数目为 ４２ 个， 行业选取 ｃ５—ｃ２２， 共 １８ 个制造业部门， 年份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观

测值总量为 １１ ３４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１１ ３４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２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１１ ３４０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 １９

资本产出率 １１ ３４０ ２３. ４６ ４. ９４ １０. ８３ ４４. ５２

劳动力参与率 １１ ３４０ ７０. １３ ６. ５０ ４８. ４９ ８２. ９２

ＧＮＩ １１ ３４０ １. １６ｅ＋１２ ２. ４０ｅ＋１２ ３. ９２ｅ＋０９ １. ８０ｅ＋１３

城镇化水平 １１ ３４０ ７１. ４５ １４. ００ ２７. ６７ ９７. ８３

制度质量 １１ ３４０ ５. ９４ ０. ９０ ３. ６６ ７. ６６

注： 描述性统计中的数值均为原值， 国内生产网络关联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是比值， 资本产出率、 劳动力参
与率、 城镇化水平的单位为 “％”， ＧＮＩ 的单位为 “美元”， 制度质量为制度得分水平。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 第 （１） 列为核心解释变量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对被解释变量 （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的回归结果， 第 （２） — （４） 列为逐步引入控

制变量 （资本产出率、 劳动力参与率、 ＧＮＩ、 城镇化水平和制度环境） 后的回归结

果。 结果均显示，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促进了

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有助于国内各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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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０. ５１１１∗∗∗ 　 　 ０. ６２０２∗∗∗ 　 　 ０. ６３８５∗∗∗ 　 　 ０. ６２７９∗∗∗

（８. ４４８０） （１０. ００３６） （１０. ４２４９） （１０. ４２５５）

资本产出率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６０∗∗

（５. ０３０１） （４. ９７９３） （２. ０５６２）

劳动力参与率
－０. ０９９０∗∗∗ －０. ０６１６∗∗∗ －０. ０５５０∗∗∗

（－７. ６７９１） （－４. ８６２４） （－４. ３４７２）

ＧＮＩ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８３∗∗∗

（－４. ０５９０） （－４. ３７５６）

城镇化水平
０. １３９５∗∗∗ ０. １４９８∗∗∗

（１０. ３８３９） （１１. １２０１）

制度环境
０. ０４０８∗∗∗

（７. ７８７４）

常数项
－４. ５２６４∗∗∗ －４. １４８５∗∗∗ －４. ７０２８∗∗∗ －４. ８０７６∗∗∗

（－２ １５１. ７３０３） （－７５. ０９９９） （－４９. ９８４７） （－５０. ５８１２）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 ３４０ １１ ３４０ １１ ３４０ １１ ３４０

Ｒ２ ０. ９４０２ ０. ９４０８ ０. ９４２０ ０. ９４２５

注：∗、∗∗和∗∗∗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 内是 ｔ 值，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进行数据替换的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因行业分

类较少影响结果准确性， 本文使用清华大学关大博研究团队构建和发布的全球全区

域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样本替换。 该数据共包含 １３５ 个行业分类， 其中制造业细分行

业 ７７ 个。 重新按照前文中核心指标度量方法计算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指标和国内生

产网络关联指标， 回归结果如表 ３ 第 （１） 列所示，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其次， 进行指标度量的稳健性检验。 （１） 为分离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本身所

形成的制造业与数字行业的生产关联， 本文在被解释变量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测

算中， 将与数字行业所产生的关联剔除， 测算了不包括数字行业的国内生产网络

关联水平， 计量结果如表 ３ 第 （２） 列所示。 （２） 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 本文对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指标进行了左、 右各 １％的截尾处理， 计量结果见表 ３ 第 （３）
列所示。 指标度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系数显著为正。

最后， 进行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如表 ３ 第

（４） 列所示， 各统计量均证明该工具变量有效， 且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系数显著为

正， 这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估计结果稳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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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数据替换 非数字行业 去异常值 工具变量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８. ７６７７∗∗∗ 　 　 ０. ５３６２∗∗∗ 　 　 ０. ７０６８∗∗∗ 　 　 ４. ５８３６∗∗∗

（２３. ００５０） （８. ９６５６） （１１. ４１６３） （３. ２１３９）

常数项
－５. ９０２７∗∗∗ －４. ８３３７∗∗∗ －４. ７４５８∗∗∗

（－１１. ５６９１） （－５１. ３５６１） （－４９. ０６８８）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ＬＭ １６. 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１］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４７. ３９２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１７. ０４４
｛１６. 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６ １７０ １１ ３４０ １１ １１２ １１ ３４０

Ｒ２ ０. ９７００ ０. ９４２６ ０. ９４３０ －０. ４５３４

（三） 异质性分析

１. 基于内部关联与外部关联视角

为比较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制造业内部生产关联的作用和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之

间生产关联的作用，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 投入产出表和关大博研究团队发布的

全球全区域投入产出表两套数据， 运用矩阵分块方法， 根据行业分类进行矩阵分

解。 从逆矩阵 （ Ｉ － λＷ） －１ 中分解出 （ Ｉ － λＷ） －１
ｍａｎ 和 （ Ｉ － λＷ） －１

ｍａｎ＿ｏｔｈｅｒ ， 其中

（ Ｉ － λＷ） －１
ｍａｎ 表示矩阵中制造业内部元素非 ０， 其他元素均为 ０； （ Ｉ － λＷ） －１

ｍａｎ＿ｏｔｈｅｒ 表

示制造业和其他行业交集部分元素非 ０， 其他元素均为 ０。 类似地， 本文将后向关

联也作此分解。 制造业内部生产网络关联 Ｃ ｔｏｔａｌ
ｍａｎ 和制造业外部生产网络关联 Ｃ ｔｏｔａｌ

ｍａｎ＿ｏｔｈｅｒ

矩阵运算公式如下：
Ｃ ｔｏｔａｌ

ｍａｎ ＝ ０. ５·［η（ Ｉ － λＷ） －１
ｍａｎ·１ ＋ η（ Ｉ － λＷＴ） －１

ｍａｎ·１］ （１０）
Ｃ ｔｏｔａｌ

ｍａｎ＿ｏｔｈｅｒ ＝ ０. ５ η （ Ｉ － λＷ） －１
ｍａｎ＿ｏｔｈｅｒ·１ ＋ η （ Ｉ － λ ＷＴ） －１

ｍａｎ＿ｏｔｈｅｒ·１[ ] （１１）
计量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第 （１） — （２） 列为使用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 投入产出

表数据分解后的回归结果， 第 （３） — （４） 列为关大博研究团队发布的全球全区

域投入产出表数据分解后的回归结果。 两组回归结果均显示，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

制造业内部关联和外部关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但对外部关联的边际作用更强。
该结果说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所引致的国内生产网络关联不仅仅局限在制造业内

部， 还对壁垒较高的外部生产网络关联产生了更强的边际促进作用。 该结论对全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能有效地扩大资源配置范围， 打

通产业间壁垒， 促进跨产业协同分工， 因而是破除要素市场分割和促进国内生产循

环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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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内部关联与外部关联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制造业内部 制造业外部 制造业内部 制造业外部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０. ０７２７∗ 　 ０. ５４４４∗∗∗ 　 ３. ４５６０∗∗∗ 　 ４. ８６０２∗∗∗

（１. ８４０９） （１６. ９６８４） （１７. ３１２７） （２９. ２０２０）

常数项
－４. ９０１０∗∗∗ －４. ６２０２∗∗∗ －４. ９６９６∗∗∗ －６. ６１７２∗∗∗

（－６９. ３０２２） （－９６. ７８５９） （－１５. １３８２） （－２５. ２５２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 ３４０ １１ ３４０ １６ １７０ １６ １７０

Ｒ２ ０. ９４１９ ０. ９４６２ ０. ９７９２ ０. ９７０６

２. 基于制度性供给视角

近年来， 随着数字要素使用场景日趋深化， 数字经济背后的国家利益、 个人权

益、 商业利益错综复杂， 数字经济的规则构建尚未达成共识。 各国依据自身立场和

利益不同， 在数据的开发、 利用以及流动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制度方案。 制造业投入

数字化背后的制度性供给差异是否会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产生影响？
本文使用全球法规网、 律商联讯数据库 （ Ｌｅｘｉｓ Ｎｅｘｉｓ）、 西部法律数据库

（Ｗｅｓｔｌａｗ）， 以 “个人信息保护”、 “数据安全”、 “数据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
等为关键词手动搜索并整理了各国在电信 ／电子商务领域的相关立法。 构建是否立

法虚拟变量， 若该国有相关立法， 则为 １； 若无相关立法， 则为 ０。 将虚拟变量与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进行交互， 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

示， 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领域立法能够强化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

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 全面和系统的制度性供给， 是保障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

展的关键， 也是实现国内生产循环良性互动的重要条件。

表 ５　 制度性供给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０. ２５７９∗∗∗ ０. ４２８６∗∗∗

（２. ６６８８） （４. ５９９５）

是否立法
－０. ０２９２∗∗∗ －０. ０２５１∗∗∗

（－９. １６８７） （－８. １５９２）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是否立法
０. ４６５４∗∗∗ ０. ３７４０∗∗∗

（５. ０８０６） （４. ２５６３）

常数项
－４. ５１１５∗∗∗ －４. ７９５７∗∗∗

（－１ ４８４. ９６７２） （－５０. ０９６１）
控制变量 否 是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 ３４０ １１ ３４０

Ｒ２ ０. ９４１２ ０. ９４３３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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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延长生产长度和
释放消费潜力三条渠道促进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本部分使用两种方法进行渠道验

证： 一是通过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机制变量的回归来判断机制是否存在； 二是通过

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机制变量的交互项来判断机制是否成立。
（一） 交易成本渠道

宏观层面的交易成本难以直接度量， 参考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１） ［３９］、 夏杰长和
刘诚 （２０１７） ［４０］、 张虎等 （２０２３） ［４１］等的研究， 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提高市场交
易的透明度和公平度， 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 本文以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

营商环境综合得分度量交易成本。 表 ６ 第 （１） — （２） 列汇报了交易成本渠道的

计量结果。 表 ６ 第 （１） 列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进行平均， 降维至国家—年份层

面， 将营商环境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营商

环境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 说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表 ６ 第

（２） 列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营商环境交互项引入基准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 制

造业投入数字化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显著为负， 其经济含义为：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国家当中作用更为明显。 两个计

量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证实交

易成本机制成立。

表 ６　 机制检验结果Ⅰ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营商环境 生产网络关联 生产长度 生产网络关联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２. ７４４３∗∗ 　 １. ４４１０∗∗∗ 　 １. ４３４９∗∗∗ 　 ０. ８１７４∗∗∗

（２. １３５５） （７. ７４０５） （１０. ６６３９） （１２. ３５５６）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营商环境
－０. ２００１∗∗∗

（－４. ４０１８）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生产长度
－０. ４３６８∗∗∗

（－１１. ２９８３）

常数项
６. ５７１５∗∗∗ －４. ７７５４∗∗∗ ０. ６０１８∗∗∗ －４. ８３４０∗∗∗

（４. ６３５０） （－５０. ０４８４） （－４８. ３７７７） （４. ４９８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否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３０ １１ ３４０ １１ ３４０ １０ ５８４

Ｒ２ ０. ９００２ ０. ９４２６ ０. ９４２５ ０. ９４９１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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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产长度渠道

在生产长度的指标度量方面， 本文参考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指标体系的构

建方法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４２］， 测度国内分工部分的生产长度。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将生产长度分解为纯国内消费生产长度、 传统贸易生产长度和价值链生产长度三部

分。 鉴于本文的分析对象为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因此选取纯国内消费生产长度、 传

统贸易生产长度及价值链生产长度中的国内长度三个指标的均值来衡量国内生产长

度。 表 ６ 第 （３） — （４） 列汇报了生产长度渠道的计量结果。 与前文思路一致，
表 ６ 第 （３） 列为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生产长度的回归， 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数字

化显著延长了生产长度。 表 ６ 第 （４） 列为引入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生产长度交互

项的回归。 在该回归中， 对生产长度指标使用二值变量， 即按照行业平均生产长度

进行划分， 生产长度大于行业平均水平则赋值为 １， 反之则赋值为 ０； 同时为降低

内生性影响， 对生产长度指标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 计量结果显示， 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负， 说明在生产长度较短的组别中，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

促进作用更大。 两个计量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能通过延长生产长度促进国内

生产网络关联， 证实生产长度机制成立。
（三） 消费潜力渠道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释放消费潜力主要体现为消费总量增

加和消费结构升级。 在消费数量的度量方面，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６ 版 ＷＩＯＤ 投入产出表

中各行业产出中的最终消费数量进行度量。 在消费结构的度量方面， 本文参考黄隽

和李冀恺 （２０１８） ［４３］的研究， 使用 ＯＥＣＤ 数据库中的境内最终消费分类数据， 将消

费类型分为生存型、 发展型和享受型， 将健康、 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归为

发展型消费， 将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归为享受型消费， 以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总

消费的比重衡量消费结构升级。
表 ７ 汇报了消费潜力渠道的计量结果。 第 （１） — （２） 列是对消费总量机制

的检验， 第 （１） 列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促进了最终消费增加； 第 （２）
列引入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最终消费的交互项。 为降低内生性影响， 将最终消费

指标滞后一期， 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消费总量越低的行业， 制

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其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越大。 第 （３） — （４） 列是对

消费结构机制的检验， 因 ＯＥＣＤ 的消费分类数据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 因此， 本部分只

使用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的样本进行检验。 第 （３） 列回归结果显示， 制造业投入数

字化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 第 （４） 列引入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与消费结构的交互

项， 其中消费结构滞后一期， 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制造业投

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在消费结构较低级的国家中更为明显。
表 ７ 的计量结果表明，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能够通过增加最终消费和促进消费结构

升级释放消费潜力， 促进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表明理论分析中的消费潜力机制

存在。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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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机制检验结果 Ⅱ

变量
（１） （２） （３） （４）

最终消费 生产网络关联 消费结构 生产网络关联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１. ６９３７∗∗∗ 　 １. ０６２４∗∗∗ 　 ２. ８０８４∗∗ 　 ０. ４８８５
（２. ９５０９） （５. ５４６３） （２. １１９０） （１. ３８１０）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最终消费
－０. ０５３９∗∗

（－２. ３８７３）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消费结构
－０. ２９１２∗∗

（－２. １３３２）

常数项
２３. ４４８４∗∗∗ －４. ８１３４∗∗∗ －４. ０８０６∗ －４. ８０５４∗∗∗

（２２. ２９６７） （－４７. ３４８３） （－１. ８６２９） （－２２. ２７４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 ３４０ １０ ５８４ ２９４ ４ ５３６

Ｒ２ ０. ９８８１ ０. ９４７９ ０. ９６３９ ０. ９８０４

六、 进一步分析： 门槛效应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能够通过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收入对有支

付能力的消费实现具有决定性影响。 本文进一步将人均国民收入纳入制造业投入数

字化与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研究框架， 考察人均国民收入在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影响

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首先进行门槛模型自抽样检验， 如

表 ８ 所示， 人均国民收入的单一门槛值和双重门槛值均通过了 １０％的显著性检验；
三重门槛检验不显著， 说明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影响存在以人

均国民收入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效应。 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估计值分别为 ８. ９９４２
和 １０. ４９７７。

表 ８　 门槛模型自抽样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数 ＲＳＳ ＭＳＥ Ｆ 值 Ｐ 值 门槛值 ９５％置信区间

ｌｎＧＮＩｐｃ

单一门槛 ６. ０５９０ ０. ０００５ １２７. ４６ ０. ００００ ８. ９９４２ ［８. ４７７５， ８. ９９４５］

双重门槛 ６. ０２３２ ０. ０００５ ６７. ４２ ０. ０６００ １０. ４９７７ ［１０. ４８７３， １０. ５０４５］

三重门槛 ６. ０１０５ ０. ０００５ ２３. ９３ ０. ５８３３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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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９ 所示，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回归

系数在不同区间内存在差异。 当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单一门槛值 ８. ９９４２ 时， 制造业

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影响系数为负。 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

并跨越单一门槛值和双重门槛值，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影响

由负转正， 且系数逐渐增大， 说明人均国民收入只有达到一定的水平， 制造业投

入数字化才能促进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 制造业投入数字

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越大。 因而， 完善收入分配， 提高居民收入，
增强消费能力， 对释放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具有重

要意义。

表 ９　 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ｌｎＧＮＩｐｃ≤８. ９９４２）

－０. ７６７３∗∗

（－２. １８７１）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８. ９９４２≤ｌｎＧＮＩｐｃ≤１０. ４９７７）
０. ５４１３∗∗∗

（３. ６５９８）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
（ｌｎＧＮＩｐｃ≥１０. ４９７７）

０. ９３８１∗∗∗

（７. ７９７６）

常数项
－４. ５５７０∗∗∗

（－１８. ６７９４）

控制变量 是

国家—行业固定效应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１１ ３４０

Ｒ２ ０. １５６０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ＷＩＯＤ 投入产出表数据， 经研究发现： 第一， 总体而

言，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显著促进了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剔除生产网络关联中的数字

行业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 其他稳健性检验也证明了该结论稳健可靠。 第二， 机制

分析表明，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延长生产长度和释放消费潜

力三条途径促进国内生产网络关联。 第三， 异质性分析显示，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

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不仅仅局限在制造业内部， 还对制造业外部生产网络

关联产生了更强的促进作用； 数字领域立法强化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

络关联的促进作用。 第四， 进一步分析发现，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

联的影响存在以人均国民收入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效应， 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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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对国内生产网络关联的促进作用越大。
（二） 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在国内生产网络关联中的作用， 对打

通制约经济循环堵点，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为提高国内生产

网络关联水平， 第一， 要积极落实 “数字化”、 “互联网＋” 等国家战略， 推进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 要不断推动数字技术发展创新， 提高数字要素和信息要素投入， 扩

大制造业生产辐射网络， 加速形成全国各产业协同发展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要充

分利用制造业数字化中的信息优势， 降低生产分工中的交易成本， 打通上下游产业

分工堵点； 要利用数字技术创新优势， 推动生产柔性化转型， 延长产业链长度， 拓

展产业链边界， 增强产业链韧性。
第二， 要筑牢数字安全屏障体系， 继续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立法工作， 保障数字

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方面， 要加强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保护， 明确个人信息处理

的基本原则， 协调个人隐私与数据流动的关系； 另一方面， 要强化行业数据安全治

理能力， 完善配套政策和标准体系， 加快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 重要数据识别和

目录备案、 数据安全检测评估等基本规则，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

衡和良性互动。
第三， 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增强消费能力。 要多渠道增

加城乡居民收入， 提升劳动报酬和经营性收入， 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充分释

放消费潜力， 挖掘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 建设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 形成若

干发展势头良好、 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 促进国内生产循环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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